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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１９５６年春节，曾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来到阔别３０多年的一大会址，睹物思

旧，不禁百感交集，他借用 《庄子》中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当场挥毫题词，写

了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雄健有力的大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５０多名地下党员。如今，９０年过去

了，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近８０００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

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

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

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好地诠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

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

派人到中国，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帮助中国建党。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诞生了中国

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之前，至少有２０年时间，也就是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马克

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就不时的以汉字形式进

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从内容上说是一个从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

从规模上说，是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

是一个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

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是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

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从学理传入到行

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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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

始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

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

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

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

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

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２０世纪的初年，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

中国人最早使用 “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１９０１年１
月中国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 《近世政治史》中说到 “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

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１９０３
年２月，马君武更刊文明谓 “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

争为历史之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 《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

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２０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

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

剧，用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说：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

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这一时期，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李大钊、陈独秀、

李达等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 “这是马克思

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

的过程。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当时一个基督教

办的刊物 《万国公报》发表 《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后来又经

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

片断的。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

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李大钊在 《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
“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 《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

北京的 《晨报》副刊，广东的 《中华新报》及 《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都刊载

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重要的是，

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

著作的单行本。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



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

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

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份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

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在中国，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

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

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

信、宋教仁、江亢虎，甚至外国传教士都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这些人译介马克思

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

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

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

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

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和过去那些介绍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经过这两

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和印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

可以仿效的榜样和途径。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接受的目的

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

钊曾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 “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

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

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

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Ｂｏｌ－
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

的世界！”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１９２０年，中国共产党的幼芽———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上海共

产党发起组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同年４月，俄共 （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

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 （或伍）廷康，俄国人，１９１８
年加入俄共。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

后加入俄共。

维经斯基一行于４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

3



４　　　　

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数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

党。同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 “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

会主义的 《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 《时事新报》

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

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

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 “大家住得很近 （都在法租界），经

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５月间便先组织

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

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为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

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中共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５人于１９２０年６月

成立。俞秀松说：“当时他 （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１９２０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

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

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 （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

在１９２１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再依据俞秀松

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的日记写明 “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与施存统自述１９２０年６月

２０日去东京完全符合，由此推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１９２０年６月的２０日之前。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２号。维经斯基在同年８
月１７日写给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里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

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 （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

部，即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４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所谓革命局

当指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会议 “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

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党的发起组成立后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华人的地区。根据俞秀松自传所

述：“陈独秀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 （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据俞秀松自传

披露，当时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这３位发起组成员留在上海，尽管人数极少，

但实行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陈独秀是书记，但事情必

须集体讨论然后决定，由发起组决定执行。所以称陈独秀是 “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

市”。

要建立一个个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对确定为地区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有

相对的了解，这就必须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信息和取得联系，了解

这些人物的思想、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毫无疑

问具备了这个条件。他知人善任，逐个落实，并亲自到广州重建了广东早期党组织。



在北京，陈独秀对北大的人士，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很了解。陈独秀和李大钊

是深交。但不能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各自分别建党，更不能因为李大钊是中国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必联系、甚至认为可以抛开陈独秀来谈建党，北京恰恰是陈

独秀负责的重点。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８月底，张国焘 （７月中旬到沪，住陈独

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 “上海小组将担负苏、

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 “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

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 “略经考虑，即

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

动起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

在长沙，陈独秀致函毛泽东，要求组织湖南长沙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怎么确

定让毛泽东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五四运动期间湖南省学联的刊物 《湘江评论》创刊，

主编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极其推崇陈独秀，在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陈

独秀为 “思想界的明星”。《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上连载毛泽东的 《民众的大联

合》，在北京由陈独秀任职书记及编辑之责的 《每周评论》，评论毛泽东此文 “眼光很

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１９２０年春季陈独秀开始定居上海。是

年６月，毛泽东率驱张 （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团到上海造访陈独秀，与陈讨

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并向陈介绍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在

对毛泽东了解的基础上，于１９２０年８月间致函，说明组织共产党的原委，请毛泽东在

湖南发动组织党的事项。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作为长沙

创建党的发起人。成立后，毛泽东先推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他强调 “宜注重找

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他们在清水塘租赁了房屋作为中共秘密机关，慎重地

在学生、工人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

在山东，陈独秀曾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王乐平是山东省

议会议员，他把陈独秀的来函交给了正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王尽美等人，推荐王尽

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筹建济南共产党组织，他本人没有参加。

１９２０年４月，俄共远东局派出由维经斯基、马马耶夫及杨明斋等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

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该小组自北京去上海途经济南时，根据李大钊的介绍，与邓恩铭、

王尽美、王翔千等会面，商谈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济南共

产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

其成员罗章龙与邓恩铭、王尽美取得联系，李大钊还派陈为人去济南介绍北京的建党

情况，指导济南的工作。《曙光》杂志社也透过人员、信件往来对济南社会主义学说的

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施加影响。经过组织与思想理论方面扎实细致的努力，１９２１年

春天，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了，成员有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人。从此，

在山东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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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但由于李汉俊离党，陈独秀作为负全责的领导者，也

派刘伯垂去帮助建党。据董必武在谈武汉建立党组织情形时说：“一九二○年，李汉俊

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

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

二○年九月组成。”

此外，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还函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

织早期地方共产党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前，旅法党的早期组织有３个成员，即张申府、

刘清扬、周恩来；旅日党的早期组织只有两个成员，即施存统、周佛海。

１９２０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

主政广东。１２月５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李

大钊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

于是，陈独秀就有了广州之行，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维经斯基

和别斯林、米诺尔在广州建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直接转为共产党，实际全部是无政府

主义者。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就立刻要重组广州共产党，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

党在１９２１年的报告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

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

出了党。”

“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１１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 “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１９２１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武汉
（１９２０年秋）、长沙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广州 （１９２１年初）和济南 （１９２１年初）等５个

支部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维经斯基之后，苏俄、共产国际正式派到中国的代表是荷兰人马林。而正是马林，

在来华之初即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７月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马林，本

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１９０２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长期在荷兰殖民地

爪哇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０年以 “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

执行委员，１９２１年根据列宁推荐，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但奇怪的是，马林从来没

有提到他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细节。相反，他对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似乎



都没有作出任何积极意义的评价。他的看法是：“１９２１年７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

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

些。”显然，马林来华时并未负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

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到上海之初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事先有

准备、自觉的行动。

既然马林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并不成熟，也并未负有这方面的任

务，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呢？我们分析，这同另一位参加党的一

大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有关。

尼克尔斯基生于１８９８年，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１９１９
年到１９２０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１９２１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

共产党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委派来中国，此外他还受

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根据现有资料，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和维经斯基有过

接触，而且正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

统一组织。因此，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接头以后，就立即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事宜。

现在史学界一致公认，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惠僧回

忆说：“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

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 ‘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

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１９２１年６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

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

次代表大会。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７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

１２位代表。他们是：李达 （上海）、张国焘、刘仁静 （北京）、毛泽东、何叔衡 （长

沙）、董必武、陈潭秋 （武汉）、王尽美、邓恩铭 （济南）、陈公博 （广州）、周佛海
（日本）等。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

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４５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１９岁。

１５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２８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

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

一色的知识分子。

代表们以 “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

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７月２３日正式

开会。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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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马林斗争经验老到，意识到法租界侦探已在侦

查这次会议，提议代表们立即疏散。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

会被一网打尽。”

代表们决定转移会场，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只租来

的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圆满结束。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对同住的好友萧子升预见道： “假如我们努

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

话，萧子升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可仅仅是２８年之后，预言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当中，明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

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建立任何关系。与此同时，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

也充满自信，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但现实是残酷

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斗，或是几种力量分

散地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

因此，国共两党自然的产生联合和合作的需要。这是共同的要求，共产党方面有，

国民党方面也有。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并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时代。

共产党走向合作之路

共产党方面，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工人阶级如果没

有强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凭着赤手

空拳，要推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它要寻找朋友，首先就

看到了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也不很景气，他们在屡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大力量，内部成分相当复

杂，还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三个不可忽视的优势：

第一，这个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内有一定威信。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政体，

是在它的领袖孙中山领导下实现的。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后，在极端

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

军阀势力的斗争，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鲁迅曾评论道：无论如何，中山先生

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

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

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第二，这个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孙中山在广东曾三次建立根据地。陈

炯明在１９２２年６月叛变后，支持孙中山的一些军队在１９２３年１月又逐走陈炯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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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广州。孙中山在２月回到广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

韶关这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几万军队。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

地，大不一样。那时在全国，只有在这里可以堂而皇之地高举革命的大旗，可以合法

地发展工农运动，共产党也只有在这里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绝无

仅有的。

第三，在国民党内有一些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

恺、邓演达、柳亚子等。他们的世界观和对革命的认识，跟共产党有区别，但他们对

革命是坚决的，并且愿意跟共产党合作。通过他们还可以团结相当大一批国民党内的

中间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当然共产国际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

是它的代表马林，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时曾有过跟民族主义政党合作、甚至让共产党员

以个人身份参加民族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经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

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是比较真的民主派；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决议。几乎和中共二大同时，马林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 “在国民党

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二大结束后的下一个月，也就是

１９２２年８月下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

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

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合作。陈独秀于第二年６月

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前后的情况：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

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

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

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

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

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

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

实的运动。”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也可以看到，国共关

系被它看做在中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课题。

对国共关系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件事都是在共产国际作出这个决议的下一个

月发生的：一件是令人震惊的二七惨案。历来比较激进的蔡和森讲道：“这次失败给了

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

故政治上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



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马林在三大前给共产国际等的工作报告中讲到：“我们听不到

如果我们共产党把国民革命看做主要任务并让党员参加国民党，我们党就会消失的说

法。”可见中共党内经过长期争议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趋一致。另一件事是孙中山

在２月２１日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使实行国共合作的

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也使中共三大有可能在广州公开举行。这两件事表明，召

开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３０
多人，代表全国党员４２０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 《关于国

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议决案》强调：“半殖民地的中

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接着，作出几项重要规定：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

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

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这样，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这个重大决策，

就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

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比较狭小

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壮大，对双方都是有利

的。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中国

共产党此时还处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幼年时期。

国民党走向合作之路

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双方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有这种要求，而另一方没有要

求，只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不能得到什么利益，这种合作仍难以实现。因此，我们

还需要考察一下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共产党合作。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

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 （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

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

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只不

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

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

甚至参与其间。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

11



１２　　　

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即使中共初

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

生。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

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９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

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
“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

但是，发生了陈炯明叛变事件，孙中山在白鹅潭的永丰舰上坚持了５０多天。他请

陈友仁转告留在广州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 “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

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

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

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

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

协议。９月初，经张继介绍，孙中山 “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国

民党。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

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

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

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

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

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

后。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

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

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

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

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受到约束，至少要

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更

有利。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

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

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

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容纳”

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

到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受他入党时

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

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 “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

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

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

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学俄国革命的经验，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工

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

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 “有能力和有才智”。用

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

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

应仿照俄共 （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

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肯定。

局势的发展几乎是急转直下。９月４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

廖仲恺、张继、于右任、谭延闿、程潜、陈独秀等５３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参加讨

论的人成分相当复杂，但由于孙中山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决心既已定下，会

上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国民党总务主任居正也这样叙述：大家 “交换意见，一致

赞同”。６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９人为国民党改进起草委员。委员会经过

一个半月的努力，起草出中国国民党党纲和总章。经过反复而郑重的研究，孙中山在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发表 《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天，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

党纲和总章，开始揭开中国国民党历史的新的一页。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５日，由于拥护孙中山的军队讨伐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重返

广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尽管他的主要精力先得放在

亲自到东江前线指挥作战，以打退陈炯明残部的反扑，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仍继续进

行。１０月６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

罗廷十分尊重孙中山，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在决定最重

大问题时是有发言权的。他出席所有重要的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

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时，总是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

目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他到后，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大大加快。１０月１９日，孙中山委

任廖仲恺、汪精卫、李大钊等５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２４日，又委任廖仲恺、谭平山
（共产党员）等９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１２月９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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